中国经济与世界同步 

——专访留美经济学家田国强

在全球化的浪潮中，中国的经济形势已不容小觑，轻微的变化都可能引起世界的振荡。那么，中国经济怎样更好地融入“地球村”？在哪些领域谋求补白？经济是否过热？会不会以绿色GDP作为代价？……带着诸多疑问，记者有幸采访了留美经济学家田国强、尹尊声教授。作为海归派，他们站在了世界学术的前沿，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实况和问题进行了焦点扫描，眼光前瞻、视角独特。

田国强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，德州A&M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。

记者：您长期致力于国内外的经济学教育，对中国经济学教育中出现的问题忧心忡忡，您认为应如何改进？

田国强：我觉得，办好一个大学，有三个基本条件：一流的学生、一流的师资和合理的课程设置。

当前中国经济学教育中存在的一个很突出的问题，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拥有一流的生源却培养出众多二流、甚至不入流的毕业生？其实，中国的高中教育是非常严格的，刚进大学的学生质量在世界来说也是位居前列的。但往往进入大学以后，就出现学生“放羊”的现象，就好像一根“抛物线”，高考达到一个顶点，越往后就越下滑，本科考试临时抱佛脚，拿文凭似乎轻而易举，硕士博士就更加顺理成章。这种状态很让人担心，大学是人生学习的黄金时期，年轻人就应该好好读书，年轻的时候不读什么时候读？ 

    所以，大学教育应该制定一些基本规则。比如，我作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，参照了一些国际知名大学的管理方法，对我的教师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。首先，开学的第一天必须给学生下发一个课程体系的提纲，就好比是学生与老师签定的一纸“契约”，让他们对课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，确定一个目标。然后，我会增设期中考试，布置一些homework（课外作业）和社会实践，让他们多一些锻炼思考能力和动手能力的机会。
另外，当前的浮躁心理与市场经济体系有关。我相信，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，人们会回到脚踏实地。

记者：您对数理经济学研究非常深入，也对经济转轨和中国经济改革十分关注，那么您怎样看待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？

田国强：中国的改革是正确的。只用30年，中国的经济却以9.5%的速度增长，这在国际上都难以找到第二个例子。

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呈现出大国崛起之势，说明这种制度转型是成功的。因为这种改革的方式符合中国的制度环境。1840年开始，一些有识之士就在探索救国之路。洋务运动，效仿西方造坚船利炮，但是文化、政治体制仍是亘古不变，所以以失败而告终。另一个方向激进派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，没有强大的政权做支撑，导致军阀混战。到了计划经济时代，阶级斗争为纲，政治全方位地干预经济，仍然行不通。一直到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，一方面政治、社会稳定，另一方面政府不干预经济，经济作为投资主体，差别就在这里。所以说，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，政治稳定、经济自由是关键。

记者：您主要研究激励机制设计理论，您觉得如何将它应用于中国的经济？

田国强：其实，激励机制是一个普遍的问题，它所涉及的领域无处不在。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目标，经理、教师、学生、工人等等，都有各自的目标。问题是如何让所有人的目标协调一致，发挥人们的积极性，在达到个人目标的同时，也达到社会目标？这就依赖于游戏规则。比如，农村公社化后，与个人利益直接挂钩，分田到户、生产责任制，自己劳动成果不与他人分享，调动了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这样改革就取得了成功。

生活中有很多信息不对称，就像“分饼”，先拿的人一定想多得，只有让最后拿的那个人去分才最公平，这就是一种诱导机制。像行政、企业、学校都需要这样一种激励机制。我觉得可以从三方面来建立任何一种良好的管理制度安排：规则、激励机制（即诱导机制）和企业文化。其中，法规、政策、原则是硬性规则，必须遵守；激励机制给人们诱导和自由选择以达到预定目标；而社会规范、团队精神却能加强一个企业的认同感和凝聚力。文化影响是应当受到重视的。

记者：现阶段您最关注哪些问题呢？

田国强：在市场体制下如何构建和谐社会。现在媒体经常报道贪污腐败、收入不公、幸福指数降低、绿色GDP达不到等等，我就在想，为什么现在物质发展了，精神上却感到不快乐，工作压力越来越大？所以，非GDP比如环保、家庭、卫生、健康、资源、休闲，这些都是当今人们需要考虑的问题。
